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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传统碳排放责任界定无法核算要素供给端的碳排放责任，导致资

本、资源输出型省域的碳排放责任被低估，亟待引入“收入者责任”视角以丰富“双碳”目标下的国家碳排

放统计核算体系。文章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方法（MRIO）构建多维碳排放责任核算模型，核算和分析

了“收入者责任”视角下中国省域碳排放责任的时空变化与部门特征，并同其他两类视角进行比较。研

究发现，中国省域收入者碳排放责任呈现“东—中—西”递减的空间格局，资源和资本输出型省域碳排

放责任相对更高，这也与其减排潜力或减排能力相匹配；从时间维度看，省域收入者碳排放责任因产能

扩张、产业转移引起的要素供给重构等因素而在各省域间出现不平衡变动；部分省域的金融部门和能

源供应部门，因产业链关联引致下游省域碳排放而应承担较高的碳排放责任。基于此，文章提出了将

“收入者责任”纳入国家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探索资源型省域有补偿的高碳减排责任路径、建立基于

生产要素关联的省际协同减排机制、强化能源与金融业等要素供给部门的碳减排责任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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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中国于2020年9月向世界作出了“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

前实现碳中和”的重大政策宣示，开启了未来10–40年以“双碳”为目标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之 路 。 科 学 合 理 地 核 算 与 分 解 省 域 碳 排 放 责 任 ， 是 中 国“双 碳”目 标 实 现 的 关 键 一 环 （ 曹 颖 ，

2020；张友国，2021）。过去十余年来，中国主要依托《“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工作方案》（国发

〔2011〕41号）、《“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发〔2016〕61号）等政策文件，厘定各

省域碳排放责任，并以碳强度下降幅度为控制目标进行分类指导。然而，中国各省域碳强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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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任务长期“东高西低”，导致省域减排潜力、减排能力与减排责任出现一定背离，对诸如资源

型省域是否应该承担较高的碳排放责任等问题也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杨军等，2017）。面向

“双碳”目标，如何进一步丰富现有国家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以提升各省域行政单元碳排放责

任界定的科学合理性，成为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2021年8月国家碳排放

统计核算工作组的成立，进一步凸显了该问题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已有的碳排放责任核算方法中，“生产者责任”和“消费者责任”两种传统视角均无法识别

要素驱动的碳排放责任，导致资本、资源输出型省域的碳排放责任被低估，因此亟待引入“收入

者责任”视角进行碳排放责任核算。“生产者责任”视角虽然核算基础好，应用范围广（Pan等，

2008），但缺乏公平性，易增加生产成本（张洋等，2020；Zhen和Li，2021）或导致“碳泄漏”（潘文

卿，2015），且无法追踪资本、能源等要素供给者的碳排放责任。“消费者责任”视角将消费者也

纳入碳责任核算体系（Proops，1999；Munksgaard和Pedersen，2001），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碳

泄漏”风险，但沿产品供应链追溯消费者责任难度大，且无法直接约束生产者和要素供给者，针

对二者的减排约束和激励不足。相对而言，“收入者责任”以要素供给驱动的碳排放责任为核算

原则，为要素供给者承担碳排放责任提供了理论依据（Gallego和Lenzen，2005；徐盈之和吕璐，

2014）。在中国“双循环”格局和省域产业分工日益专业化、差异化的趋势下，供应链上的生产要

素提供者、生产者、消费者普遍不在同一区域，有必要引入“收入者责任”（income responsibility）

视角，将要素供给部门纳入碳排放责任核算体系，以此形成“双碳”目标的广泛参与和多元治理

格局。

基于此，本文构建MRIO模型，重点引入考虑生产要素供给端碳排放责任的“收入者责任”

视角，对中国省域碳排放责任进行重新核算，分析“收入者责任”视角下中国省域碳排放责任的

时空变化与部门特征，并与“生产者责任”视角和“消费者责任”视角下的核算结果进行对比，识

别碳排放责任被低估的省域和部门，讨论该视角在未来减排政策实践中的适用性。研究发现，

中国省域收入者碳排放责任呈现“东—中—西”递减的空间格局，资源和资本输出型省域碳排

放责任相对更高，但这与其减排潜力和减排能力更加匹配；从时间维度看，省域收入者碳排放

责任因产能扩张、产业转移引起的要素供给重构等因素在各省域间出现不平衡变动；部分省域

的金融部门和能源供应部门，因产业链关联引致下游省域碳排放而应承担较高的碳排放责任。

本文旨在理清生产要素驱动的碳排放责任，推动“双碳”目标有效实现。本文的边际贡献在

于：第一，拓展了中国省域碳排放责任的界定视角。已有研究大多从“生产者责任”视角或“消费

者责任”视角核算省域碳排放责任，忽视了生产要素驱动的碳排放责任。本文引入“收入者责

任”视角，并呈现该视角在各省域的整体特征和产业表现，有助于推动构建以要素供给源头责

任为基础的省域碳排放责任核算体系，推动“源头降碳”。第二，识别了碳排放责任被低估的省

域和产业部门。已有研究大多低估了资本、资源输出型省域的碳排放责任，对在“双碳”目标实

践推进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金融部门激励不足。本文从要素供给端出发，找出资源和资本输出型

省域、金融部门、能源供应部门四类被低估碳排放责任的省域和产业部门，对“双碳”目标下省

域碳排放责任的归属认定以及形成更为合理有效的部门减排激励机制提供参考。

二、  碳排放责任核算方法文献回顾

“碳排放责任”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至今，理论界围绕碳排放责任界定基本确定了三

种基础视角：“生产者责任”视角、“消费者责任”视角和“收入者责任”视角。三种视角在供应链

上的关系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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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家间气候谈判博弈和国内区域间减排目标分解两股力量推动的影响，学术界围绕上

述三种碳排放责任核算视角展开大量研究，相关讨论不断增多。

“生产者责任”视角基于“谁排放谁负责，谁污染谁付费”的理念，认为行政区域界限以内生

产单位产生的碳排放即为该区域应承担的碳排放责任，与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流向无关。基

于“生产者责任”视角的碳责任核算研究和应用最早，也最为广泛。该视角在中国省域碳排放责

任核算的研究和实践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摸清家底的温室气体核算阶段。这一

阶段学者核算碳排放责任依据的是生产者在生产活动中的化石能源消费量和生产过程碳排放

量（白卫国等，2013）。中国区域温室气体清单编制、企业碳排放核查等实际工作均依此进行，但

照此核算的高排放省份多数为资源型或工业结构重型化省份，这些省份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承

担相应碳减排责任的能力较弱。第二阶段是兼顾发展的多因素调整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学术研

究和实际应用中，考虑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减排能力差异，主张在生产者实际碳排放的

基础上，依据减排潜力、减排能力等因素对碳排放责任予以调整，以兼顾发展和减排（潘文卿，

2015；张友国，2021）。中国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采用“先对地

区按照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战略定位、生态环保等因素分类，再分解指标”的思路确定各省份

碳强度下降目标，本质上就是多因素调整后的“生产者责任”视角（Zhou等，2019）。但国内目标

设定的各省域碳强度下降比例长期东高西低，导致省域减排潜力与减排责任出现背离，也易引

致东西部省份之间产生“碳泄漏”等问题，从而降低全国减排效率（李富佳，2018；Zhang和Fang，

2019）。第三阶段是对标“双碳”的技术水平标杆阶段。从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碳达峰问题，到

2020年中国提出碳中和目标，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将生产者的减排责任依据生产者所在行业

的基准水平来界定（段茂盛和庞韬，2014；齐绍洲和张振源，2019；张洋等，2020），中国试点碳市

场和全国碳市场中的较多行业均采用了此思路。这一思路虽然有助于提升全国碳减排效率，但

无法解决区域碳排放不平衡情形下的可行性问题（赵永斌等，2019）。可以说，围绕“生产者责

任”视角的科学性、公平性和可操作性的讨论一直在进行。

“消费者责任”视角认为消费是碳排放的动力和源头，消费者通过消费含碳产品获得了效

用满足，理应对碳排放负主要责任。以“消费者责任”视角研究区域碳排放责任起源于20世纪末

期（Proops，1999），而在中国省域碳排放责任核算研究中的应用相对较晚（Su和Ang，2010）。虽

然由于“消费者责任”的可操作性低等原因，在实际工作中尚无大规模标准化应用，但在各省份

碳强度下降目标确定的过程中，该视角也是重要的调整参考项之一（Zhang和Fang，2019）。近年

来，学者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出法，对中国省域碳排放责任进行了核算，虽然部门

选取有所不同，但基本认同“消费者责任”视角下碳排放责任省际转移的一般规律，即资源富集

省份、工业大省等类型的省份一般为碳排放责任转出省份，而经济发达省份和产业结构单一的

欠发达省份等一般为转入省份（Afionis等，2017；庞军等，2017；李富佳，2018；Zhen和Li，2021）。

相对于“生产者责任”视角，碳排放责任转出省份承担更少的碳排放责任，转入省份则反之，由

此产生两种责任视角下的碳排放责任公平性争议。例如，减排潜力高的资源型省份是否需要承

收入者视角

要素提供者

要素收入

生产者视角

直接产生碳排放

生产者

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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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求
侧

碳排放责任碳排放责任

供应链

不向其他两种责任主体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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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测

生产要素 产品、服务

 
图 1    三种碳排放责任核算视角在供应链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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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较高的减排责任，一直存在较大争论（段茂盛和庞韬，2014；宋杰鲲等，2017）。

也有部分学者根据上述视角，演化出各种“共担责任”视角（彭水军等，2016），比如基于固

定权重的共担方法（Gallego和Lenzen，2005）、基于产品最优技术的共担方法（Chang，2013）等，

但最终基于何种标准进行责任共担，目前尚无定论。

“收入者责任”视角则依据“谁受益谁负责”原则，认为要素提供者虽然没有直接产生碳排

放，但他们在通过为下游提供生产要素而获得工资、利润或租金等要素收入的同时，“引致”了

碳排放（Marques等，2012）。目前，基于“收入者责任”视角研究生产要素供给侧驱动的碳排放责

任，已经出现了一些前瞻性、探索性的研究（WBCSD和WRI，2011），但在中国省域层面的讨论

和认识仍然非常有限（Xie等，2017；余晓泓和詹夏颜，2018；丛建辉等，2018）。“收入者责任”视

角下碳排放的整体特征、产业表现等方面的研究仍有极大的探索空间，其研究时效性也需要进

一步更新，特别是由于缺少“收入者责任”视角与其他两种视角的对比研究，而难以判断“收入

者责任”视角的适用性与可行性。另外，在中国经济开始转向更加注重内循环的“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下，生产要素的省际流动愈加频繁，单纯采用“生产者责任”视角和“消费者责任”视角核

算省域碳排放责任存在两大现实问题：一是无法从供应链源头界定生产要素的含碳量，难以为

各省域从要素供给端进行“源头降碳”提供依据；二是对诸如金融、能源等关键生产要素供给部

门在整个国家减碳体系中的约束和激励有限，进而导致这些部门相对集中的能源富集省域和

资本充裕省域在减排中发挥的作用相对不足。面向“双碳”目标，本文试图通过引入“收入者责

任”视角，从要素供给端出发，合理界定碳排放责任，以期为新一轮国家减排目标的省际分解方

案设计提供借鉴。

三、  基于“收入者责任”视角的中国省域碳排放责任核算与分析

（一）MRIO模型

本研究以MRIO模型为基础，利用Leontief-MRIO模型和Ghosh-MRIO模型，核算三种视角下

中国30个省域的碳排放责任。假定研究区域共包含Z个经济体，每个经济体有n个产业部门。

Leontief投入产出模型的核心公式为：

X = (I−A)−1Y (1)

X Y其中， 是总产出列向量， 是总需求列向量。将上述公式拓展到研究区域内的Z个经济体，在

MRIO模型框架下，从行方向上看，满足“总产出=中间使用+最终需求”的平衡关系表达为：

Xr
i =
∑z

s=1

∑n

j=1
xrs

i j +
∑z

s=1
Yrs

i (2)

Xr
i r i xrs

i j r i s j

Yrs
i s r i ars

i j = xrs
i j /x

rs
j (i, j = 1,2, · · · ,n)

s j r i A r s

Ars

其中， 表示 地区 部门的总产出； 表示 区域 部门对 区域 部门产品的中间投入和使用；

表示 区域对 区域 部门产品的最终需求。引入直接消耗系数 ，表

示 区域 部门单位产出需要消耗 区域 部门的投入。则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以及 区域和 区域

之间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分别表示为：

A =


A11 · · · A1s · · · A1z

· · · · · · · · · · · · · · ·
Ar1 · · · Ars · · · Arz

· · · · · · · · · · · · · · ·
Az1 · · · Azs · · · Azz


，Ars =


ars

11 · · · ars
1 j · · · ars

1n
· · · · · · · · · · · · · · ·
ars

i1 · · · ars
i j · · · ars

in
· · · · · · · · · · · · · · ·
ars

n1 · · · ars
n j · · · ars

nn


(3)

则式（2）的矩阵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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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

X2

...

Xz


=


A11 A12 · · · A1z

A21 A22 · · · A2z

. . .
...

Az1 Az2 · · · Azz




X1

X2

...

Xz


+


Y11+Y12 · · ·+Y1z

Y21+Y22 · · ·+Y2z

...

Yz1+Yz2 · · ·+Yzz


(4)

从列方向上推导出Ghosh-MRIO模型的核心公式为：

XT = V(I−B)−1 (5)

XT V G = (I−B)−1其中， 是总投入行向量， 是部门增加值行向量，Ghosh逆矩阵为 ，G为完全分配

系数矩阵，反映区域间的产品分配份额。

研究区域内有Z个经济体，在MRIO模型框架下，从列方向上看满足“总投入=中间投入+初

始投入”的关系，公式如下：

Xs
j =
∑z

r=1

∑n

i=1
xrs

i j +V s
j (6)

brs
i j = xrs

i j /x
rs
i (i, j = 1,2, · · · ,n) bi j

rs r i s j

B r s Brs

引入直接分配系数 ， 表示 区域 部门直接销售给 区域 部门

的中间产品所占份额。直接分配系数矩阵 以及 区域和 区域之间的直接销售系数矩阵 则

分别表示为：

B =


B11 · · · B1s · · · B1z

· · · · · · · · · · · · · · ·
Br1 · · · Brs · · · Brz

· · · · · · · · · · · · · · ·
Bz1 · · · Bzs · · · Bzz


，Brs =


brs

11 · · · brs
1 j · · · brs

1n
· · · · · · · · · · · · · · ·
brs

i1 · · · brs
i j · · · brs

in
· · · · · · · · · · · · · · ·
brs

n1 · · · brs
n j · · · brs

nn


(7)

则式（6）的矩阵为：

(
X1
)T(

X2
)T
...

(Xz)T


=


B11 B12 · · · B1z

B21 B22 · · · B2z

...
...
. . .

...

Bz1 Bz2 · · · Bzz





(
X1
)T(

X2
)T
...

(Xz)T


+


V1

V2

...

Vz


(8)

（二）“收入者责任”视角碳排放责任核算模型

r

Ir r Vr

r

1.核算模型。“收入者责任”视角下，地区 应承担的碳排放责任是通过本地区提供生产要素

的方式引致了本区域产品和其他区域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本区域因此获得了要

素收入。因此，可基于MRIO模型框架及列平衡关系，依据“产出乘以直接碳排放系数”的基本原

理，将式（5）与碳排放系数进行关联，用 表示 区域“收入者责任”视角下的碳排放量， 表示

区域的初始投入向量，计算公式如下：

Ir = Irr +
∑z

s=1(s, j)
Irs = ( Xr1 Xr2 · · · Xrz )


EF1

EF2

...

EFz


(9)

即Ir = ( 0 Vr · · · 0 )


I−


B11 B12 · · · B1z

B21 B22 · · · B2z

...
...
. . .

...

Bz1 Bz2 · · · Bzz





−1 
EF1

EF2

...

EFz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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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 Irs r s Xrr r

Xrs r s Xr∗ =
(

Xr1 Xr2 · · · Xrz
)

Vr’ =
(

0 Vr 0 0
)

G =（I−B）−1 Vr’G r

其中， 和 分别表示本地区要素供给引致的对 区域、 区域的碳排放。 表示 区域对本地

区产品的销售（提供）， 表示 区域对 地区产品的销售（提供）。记 ，

， ， 则 表 示 区 域 提 供 的 初 始 投 入 在 各 地 区 增 加 的

产出。

Ir = Xr∗EFZ = Vr’GEFZ (11)
2.“收入者责任”视角与“生产者责任”视角碳排放责任核算比较。在“生产者责任”视角下，

区域内碳排放责任核算仅和本区域生产的产品即总产出有关。则有：
Pr = EFrXr (12)

Pr r Xr r xi i

EFr r e fir

r i i i

其中， 表示 区域“生产者责任”视角下的碳排放量； 为区域 的总产出，其元素 表示 部门

的总产出，该产出与其他区域的产出没有关联； 为区域 的直接排放系数向量，其元素 表

示 区域 部门的直接排放系数，由 部门直接碳排放量与 部门的总产出比值得出。

相较于“生产者责任”视角下的碳排放责任核算，“收入者责任”视角考虑了区域间贸易并

且为碳排放责任界定主体加入了新的内涵。

r

3.“收入者责任”视角与“消费者责任”视角碳排放责任核算比较。在“消费者责任”视角下，

地区 应承担的碳排放责任是因满足本地区最终需求而生产的本区域产品和其他区域产品在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计算公式如下：

Cr =Crr +
∑z

s,r
C sr = EFZ X∗r = EFZ(I−A)−1Y∗r (13)

X∗r = ( X1r X2r · · · Xzr )T，Y∗r = ( Y1r Y2r · · · Yzr )T (14)
Cr r Crr C sr r

s

EFZ EFr r

Xrr r Xsr r s Yrr

r Y sr (r , s) r

其中， 表示 区域“消费者责任”视角下的碳排放量， 、 分别表示 区域需求的本地区产品

和 区域的产品生产引发的碳排放，需承担的碳排放责任是本区域对区域内、区域外产品的需

求引发的碳排放责任。 表示所有区域的直接碳排放系数矩阵，其子向量 表示地区 的直

接碳排放系数。 表示 区域对本地区产品的需求， 表示 区域对 地区产品的需求。 表示

区域对本地区最终产品的需求， 表示 区域对其他区域最终产品的需求。

“消费者责任”视角与“收入者责任”视角下的碳排放责任核算分别基于MRIO模型的行平

衡关系和列平衡关系，利用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以及直接分配系数矩阵计算区域间贸易引致的

碳排放，两者碳排放责任承担主体界定不同，需要承担责任的产出不同，所对应的直接碳排放

系数也不同。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1.产业部门划分。为显示“收入者责任”视角下的中国省域碳排放责任分布格局，本文的部

门划分方案首先重点关注与资源、资本、技术等要素提供密切相关的产业部门，如煤炭采选

业、金融业、技术服务业等。其次，重点考虑了高耗能、高排放的生产部门，如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化学工业等，以观测高排放部门在不同责任界定视角下的表现。最后，结合研究使用

的投入产出数据、能源数据、各省域统计年鉴等数据源的部门划分方法，最终将国民经济划分

为18个产业部门
①

。

2.数据介绍。本研究使用的投入产出表来源于刘卫东团队编制的2007年、2010年、2012年中

国30个省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刘卫东等，2012，2014，2018），该表由中科院与国家统计局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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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01农林牧渔业(AG)；02煤炭采选业(CM)；03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CN)；04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PC)；05电力、热

力的生产和供应业(EP)；06水、燃气生产和供应业(GP)；07金属资源业(MP)；08非金属资源业(NP)；09轻工业(LI)；10化学工业

(CH)；11机械工业(ME)；12其他工业(OM)；13建筑业(CO)；1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TP)；15商业饮食业(WR)；16金融业(FB)；

17技术服务业(TS)；18其他服务业(OS)。



司采用科学方法联合编制，已经在较多高质量文献中得到使用。因数据缺失，西藏自治区和中

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未列入研究范围。为剔除价格因素影响，使三个年份的区域间投入产

出表数据具有可比性，本研究以2010年为基期，采用分行业价格指数将2007年和2012年投入产

出表的相应部门数据按照2010年不变价进行了调整，所有分行业价格指数均来自《中国统计年

鉴》。需要说明的是，跨省域、连续性的投入产出数据仍然为稀缺数据，本研究选用的2007年、

2010年、2012年投入产出表基础数据，是截至目前国内采用统一的方法学编制的相对较新、最

为全面、连续的可比数据。此外，由于各省域之间的生产要素关联关系在短期内不会出现剧烈

变 化 ， 基 于 此 时 间 段 的 研 究 结 论 ， 对“双 碳”目 标 下 省 域 碳 排 放 责 任 的 核 算 与 分 解 具 有 参 考

价值。

各省域碳排放量计算采用国家发改委《中国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提供的方法学，

遵循“活动水平数据乘以排放因子”的核算公式，主要对各省域能源活动领域碳排放进行了核

算。其中，“排放因子”数据直接来源于《中国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能源消费活动水

平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主编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四、  基于“收入者责任”视角的中国省域碳排放责任核算结果分析

（一）时空分析

2007–2012年间，“收入者责任”视角下，除上海等极少数地区外，多数省级行政单位碳排

放呈现上升趋势，各省域的情况如图2所示。

从碳排放责任大小的地域分布看，“收入者责任”视角下，碳排放责任较大的省域主要有两

类：一类是以山东、江苏、广东为代表的东部沿海经济大省，这是因为这类省份产业体系较为

完整，巨大的经济规模使其在整个供应链里获得了较高的要素支付。另一类是以河北、山西、

内蒙古、河南为代表的资源型省份和工业大省，这类省份大多以能源产业和原材料工业为支柱

产业，向下游输出能源和高碳初级原材料，引致下游碳排放增加。其他省域或因资源依赖性

小，或受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的影响，碳排放责任相对较小。

从各省域碳排放责任的年际变化来看，2007–2012年，上述两类省域的收入侧碳排放增幅均

较大，特别是资源型地区和工业大省增幅较高，其中内蒙古增幅达58.51%，这与金融危机之后

以基建、基础工业投资为主的资源型产业和初级原材料工业产能快速扩张有关。除两类典型省

份之外，这一时期湖北、湖南、四川、重庆等长江经济带重点省域的收入侧碳排放也有大幅增

高，与金融危机后沿海产业沿长江转移引起的局部要素供给重构有较大关系。此外，北京、天

津等金融业相对发达区域碳排放责任上升较快，表明这些区域金融业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加

大，或是其投资领域有高碳倾向，其投资行为引致较多碳排放。对比上海的表现和北京周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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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收入者责任”视角下中国30个省域碳排放责任的时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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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型区域密集的事实，金融资本向高碳产业投资以加大北京、天津等金融业相对发达区域收入

者碳排放责任的可能性较大。上海等极少数省域在整个期间碳排放变动不大，这预示着少数经

济发达省域已具备提前碳达峰的条件。

（二）产业部门分布分析

“收入者责任”视角下，2007–2012年全国产业部门碳排放责任整体随时间呈现上升趋势，

少数产业部门在某一年份有所下降，具体趋势如图3所示。
 

0

2

4

6

8

10

12

AG CM CN PC EP GP MP NP LI CH ME OM CO TP WR FB TS OS

亿吨 2007年

2010年

2012年

 
图 3    “收入者责任”视角下分产业部门碳排放责任分布情况

 

碳排放责任最大的三个部门是金属资源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煤炭采选业。其

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是下游各部门的重要能源供应部门，直接或间接引致下游大量

的碳排放。煤炭采选业碳排放责任较大则由两方面因素导致：一是中国“多煤贫油少气”的能源

禀赋决定了煤炭这种高碳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仍然占据较高比重；二是煤炭采选业提供煤

炭作为初始要素，引致下游耗煤产业部门大量碳排放。金属资源业与煤炭采选业类似，产业规

模较大，位于供应链上游，获得了较高要素收入，且下游多为钢铁等高碳排放部门，由此产生

的碳排放责任也较大。

在工业内部，除了建筑业、其他工业等供应链末端产业和水、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等上游产

业，其他产业在“收入者责任”视角下均有一定规模的碳排放责任。在服务业领域，金融业作为

非生产部门，也被赋予相当规模的减排责任，这是因为金融业投资高碳项目会引致该项目产生

碳排放，该结果也为“双碳”目标下限制“两高”项目投融资提供了理论依据。可见，“收入者责

任”视角下，供应链上的要素供给者、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等主体均承担一定程度的碳减排责

任。不过，部分省域的金融部门和能源供应部门等关键要素供给部门，因产业链关联引致下游

省域碳排放而承担较高的碳排放责任。

从各省域的情况来看，“收入者责任”视角下各产业部门碳排放量占本区域碳排放总量的

比例也不尽相同，具体见图4。

与全国总体情况类似，多数省域“收入者责任”视角下碳排放量最大的部门集中在金属资

源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煤炭采选业三大部门，但集中趋势逐渐减弱，这与我国产业

结构变迁、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的事实相吻合。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等中下游产业部门承担的碳

排放责任有增多的趋势，说明随着产业链延伸和产业升级，“收入者责任”视角可以将碳排放责

任更广泛、更均匀地分解到各部门，降低了“生产者责任”视角下单一生产部门碳排放责任极高

的影响。

分省域来看，2007–2012年间在“收入者责任”视角下，部分省域碳排放量最大的部门没有

变化。具体来看，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有北京、上海、海南三省域，碳排放责任最大的部门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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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的非资源型支柱部门，比如金融部门。这是因为金融业通过向重化工业、煤

炭、矿产等部门提供资金，在获得大量要素收入的同时引致了投资部门较高的碳排放，相应承

担更多的收入者责任。第二类有黑龙江、新疆、广西、河北、云南、青海六省域，碳排放责任最大

的是资源型支柱部门，这些资源型产业产值占比高，要素收入丰厚，同时下游产业多为重化工

业等高能耗、高排放部门。第三类省域碳排放责任最大的是本地区非支柱型能源部门，其中天

津、安徽、重庆三省域以煤炭采选业最多，浙江、福建两省域则因燃料矿产资源使用比例较少，

而使用电力比例较高，导致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承担的碳排放责任最高。

部分省域碳排放量最大的部门整体上稳定，但在某一年份有变动，重点部门主要集中在各

地区支柱型产业部门或初级原料部门。碳排放责任的部门间变动主要是因内部产业结构转型

或市场供需变化引起的产业增加值变动，主要有山西、河南、山东、江苏、陕西、内蒙古六个省

份。部分省域碳排放量最大的部门每一年都不相同，这种类型的省域产业间发展差异相对较

小，产业间承担的碳排放责任因不同产值的变动而变化，湖北、四川、吉林、湖南、广东五个省

域出现了这样的分异。

（三）三种视角下中国省域碳排放责任比较

将三种视角下中国各省域的碳排放责任变化情况进行对比，以了解不同视角下中国省域

碳排放责任的差异。整体上，受各地区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产业发展程度以及要素关联关系

等的影响，中国省域碳排放责任分布呈现“东—中—西”递减的态势，这种区域碳排放责任不平

衡的情形趋近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梯度格局（见表1）。

根据三种碳排放责任视角下排名的变化情况，可以将中国各省域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碳排放责任核算视角不敏感型省域。多数省份三种责任视角下的碳排放责任排名

无明显变化，特别是青海、宁夏等欠发达地区和山东、河北等工业大省。这是因为研究期限内，

中国省域产业结构同质化比较严重，各省域均有相对齐全的工业门类，供应链比较完整，高碳

要素在本省内部供应链的循环比例高，三种视角下的碳排放责任差异较小。当下，在各省域发

展定位逐步明确、发展路径差异化和“双循环”发展的背景下，碳排放责任势必会有所变化，即

“收入者责任”视角核算碳排放责任的意义将有所凸显。

(a) 2007年 (b) 2010年 (c)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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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收入者责任”视角下各省分产业部门碳排放量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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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传统视角下碳排放责任被低估省域。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南、黑龙江、新疆等资

源富集省域和北京等资本输出区域对“收入者责任”视角最为敏感，表现为“生产者责任”视角

下排名较后，“收入者责任”视角下排名则上升较快。这些资源型地区长期依赖于能源和初级原

材料等高碳产业，但自身供应链消纳高碳产品能力不足，大量向其他省份调出，引致能源调入

省份碳排放增加；资本输出区域则因投资高碳行业引致了高碳排放。

第三类，传统视角下碳排放责任被高估省域。浙江、广东、上海等制造业发达省域以及吉

林、辽宁等资本稀缺省域，这两类在“生产者责任”视角或“消费者责任”视角下排名较前，“收入

者责任”视角排名却靠后。上海的表现可能是因为2007–2012年上海市处于产业结构深度调整

期，第二产业生产活动对经济的贡献率和碳排放的直接拉动仍然较大，且相关原材料和能源调

入较多，高于金融业发展引致的收入者碳排放责任。浙江、广东与上海的情况类似。吉林和辽

宁则是因为东北地区经济增速放缓，自身投资能力不足，资本调入较多，冲减了其他要素调出

表 1    三种视角下的中国省域碳排放责任排序

2007年 2010年 2012年

生产者责任 消费者责任 收入者责任 生产者责任 消费者责任 收入者责任 生产者责任 消费者责任 收入者责任

北京 19 16 21 19 14 23 23 23 16

天津 18 18 20 20 16 18 20 24 20

河北 2 2 2 2 4 2 2 5 2

山西 8 13 6 9 8 6 9 10 6

内蒙古 9 17 7 8 9 5 8 12 5

辽宁 4 4 5 4 7 7 6 8 8

吉林 16 9 19 16 15 17 14 20 19

黑龙江 14 12 9 17 20 13 19 14 14

上海 12 8 15 13 10 20 16 18 23

江苏 3 5 4 3 2 3 3 2 3

浙江 7 3 10 7 5 9 7 4 9

安徽 15 15 16 15 18 16 13 13 15

福建 17 19 18 14 19 15 15 17 17

江西 26 20 26 27 25 26 27 25 27

山东 1 1 1 1 1 1 1 1 1

河南 5 7 3 6 6 4 4 3 4

湖北 10 10 11 10 11 10 10 7 11

湖南 11 14 13 12 13 14 12 11 13

广东 6 6 8 5 3 8 5 6 7

广西 24 22 24 23 21 21 21 21 21

海南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重庆 27 23 27 25 23 22 24 19 24

四川 13 11 12 11 12 11 11 9 10

贵州 22 26 22 26 27 25 26 26 25

云南 21 25 23 22 22 24 22 16 22

陕西 23 21 14 18 17 12 18 15 12

甘肃 25 27 25 24 26 27 25 27 26

青海 29 29 29 29 29 29 29 29 29

宁夏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新疆 20 24 17 21 24 19 17 2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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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致的收入者碳排放责任。

进一步，本文将各省域2007–2012年三种视角下的碳排放责任图示如下（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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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三种责任视角下中国30省域碳排放量对比

 

从总量上来说，2007年、2010年、2012年全国合计碳排放量在“生产者责任”视角下最高，“收

入者责任”视角下次之，“消费者责任”视角下最低，这与中国“世界工厂”的外向型经济特征相

契合。具体到各个省域，三种视角下碳排放责任各有差异，不同年份碳排放责任变动也比较显

著。表2对比了三个年度中国各省域在不同碳排放责任界定视角下的关系。
 

表 2    中国各省域三种视角下碳排放责任关系对比

2007年 2010年 2012年

生产>消费>收入
天津、浙江、安徽、广东、广西、

四川、海南
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广东、

广西、云南
吉林、上海、福建、湖北、湖南、

广东、四川、甘肃、宁夏

生产>收入>消费
河北、山西、辽宁、江苏、福建、
山东、河南、湖北、湖南、贵州、

云南、甘肃、宁夏

河北、辽宁、江苏、山东、河南、
湖北、重庆、四川、贵州、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福建

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山东、
河南、贵州、新疆、天津

消费>生产>收入 北京、吉林、上海、江西、重庆 北京、天津、吉林、上海
安徽、江西、广西、重庆、云南、

青海

消费>收入>生产 — — 海南

收入>生产>消费 内蒙古、黑龙江、陕西、新疆
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海南、

陕西
北京、山西、内蒙古

收入>消费>生产 — — 陕西、黑龙江
 

综合图5和表2，分析得出：（1）从同类省域三种视角下碳排放责任关系看：第一，资源型省

份在“收入者责任”视角下的碳排放责任最高，且随着区域经济分工分化和资源依赖的加深而

愈加明显，代表性省份有内蒙古、陕西、黑龙江、山西等。第二，金融资本向高碳产业投资将加

大区域收入者碳排放责任，代表区域是北京。北京作为北方经济金融中心，周边聚集了山西、

河北、内蒙古等资源型地区，金融资本更多地流向了当时资本回报率高的高碳产业，引致下游

碳排放增加。第三，受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国内产业转移的影响，生产要素、原材料调入西部，导

致部分西部省域消费者碳排放责任逐渐超过生产侧和收入侧，代表省份有广西、重庆、海南、

云南等，部分西部省域（如新疆、宁夏、甘肃等）虽然消费侧没有超过生产侧碳排放，但也超过

了收入侧碳排放。第四，大多数省域生产侧责任最多，这类省域主要为工业大省、经济大省。

（2）从三种视角对省域碳排放责任核算结果变化来看，收入侧碳责任主导型省份和消费侧碳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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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主导型省域的数量逐渐增多。特别是2012年生产侧责任主导的省域数量大幅下降，收入侧、

消费侧碳责任主导的省域迅速增多。这与金融危机后中国外向型经济特征降低，要素、产品的

国内市场规模扩张与内循环增多有关。

五、  结论、讨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公平合理地核算和分解省域碳排放责任，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前提。本文在系统

性梳理和比较“收入者责任”视角与“生产者责任”视角、“消费者责任”视角核心机理基础上，构

建基于MRIO方法的碳排放责任核算模型，对中国省域碳排放责任的空间、时间和产业分布进

行了核算与对比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收入者责任”视角下的省域碳排放责任分布呈现“东—
中—西”递减的空间格局，且产业“东—西”梯度转移会增大东西部地区收入者责任差距。影响

省域收入者责任大小的因素，主要有经济规模、国内产业链位置和生产要素输入输出状况。沿

海经济强省、部分原材料输出较多的工业大省和资源型经济省份，构成了该视角下的主要责任

主体，经济活动规模大和高碳产能扩张是前两者碳责任高的主要原因，资源型经济省份则与以

煤为主的能源外送结构有关。（2）在时间维度上，因产能扩张、产业转移带来的要素供给重构

等因素，各省域在“收入者责任”视角下的碳排放出现不平衡变动。大多数省份在研究期间碳排

放责任呈现上升趋势，其中资源型地区和工业大省增幅最高；北京、天津等金融业相对发达区

域碳排放责任上升较快；上海等极少数省域碳排放责任变动不大，初步具备了提前达峰的条

件。（3）金属资源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煤炭采选业是收入者碳排放责任最高的部

门。金融业以及能源供给行业因其引致效应也承担较高责任。产业升级和产业链延伸可以“熨

平”收入者责任的部门差异，从而降低少数部门责任大的相关风险。（4）与“生产者责任”和“消

费者责任”视角结果相比，资源型省域、金融输出型省域对“收入者责任”视角比较敏感，该类省

域“收入者责任”视角下的碳排放责任排名明显上升。事实上，该类省域本身碳强度较高，且长

期执行较低的碳强度下降率，已经积累了较大的减排潜力，这为维持甚至加大中西部资源型省

份的碳排放责任提供了支撑依据。制造业大省、资本稀缺省份在“收入者责任”视角下的碳排放

责任要少于另外两种视角。多数省域在三种视角下的碳排放责任排名无明显变化，这与研究期

内省域产业结构同质化程度高、供应链省内自给程度高有关。

（二）相关讨论

“收入者责任”视角在原理上可从要素供给端入手，对碳排放“追根溯源”，将获得直接要素

报酬的“受益者”作为碳排放责任承担方，既丰富了对碳排放责任分配公平性的理解，又最大限

度地将要素供给者、能源供给者、初级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供给者纳入碳排放责任核算体系。该

责任视角将以往在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中作用不明显的金融业、煤炭等能源供应部门纳入，进

而可以直接从要素供给源头施加碳减排约束，理论上能更为有效地提升全国碳减排效率。例如

在“收入者责任”视角下，山西、内蒙古、陕西等资源输出省份须执行较高的减排责任，这与其

本身较高的减排潜力相适应；而北京等金融输出省域，虽然已具备提前碳达峰的条件，但依然

基于金融输出引致的碳排放，界定了较高的碳减排责任，这与其对其他省域的绿色金融支持能

力和高碳项目限制投资能力相匹配。同时，“收入者责任”视角对“生产者责任”视角的公平性问

题、碳泄漏问题、经济冲击问题，以及“消费者责任”视角下的核算成本高和绿色贸易壁垒等问

题，都有较好的规避效果，是一种可行的碳排放责任核算方法。

不过，本文引入“收入者责任”视角核算中国省域碳排放责任，并与其他两种视角进行对

比，目的是构建多视角的省域碳排放责任核算体系，证明“收入者责任”视角在“双碳”目标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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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性和合理性，并非强调其优越性。事实上，“收入者责任”视角的核算结果直接与区域间经

济贸易相关，涉及多区域和多产业部门，虽然从要素端追溯碳排放责任原理上要比从产品端容

易，但在边界界定方面仍存在一定难度。同时，“收入者责任”视角从增加值角度对碳排放责任

进行认定，但实际核算过程中无法衡量增加值的提升是来源于资源消耗还是技术进步，对于创

新驱动增长的辨识度不足。另外，“收入者责任”视角虽然激励“源头降碳”，但煤炭、金属资源等

能源和初级原材料的供应量大小，较大程度上由下游需求端决定，要想真正“源头降碳”，还需

有相应的能源替代、技术支撑和供应链绿色标准等配套支撑。

（三）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和相关讨论，为高效实现“双碳”目标，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将“收

入者责任”视角纳入国家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并健全相应数据基础。“收入者责任”视角需要规

范、可信、及时的数据基础做支撑，特别是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每五年编制一次的情况下，碳排

放核算基础数据的及时性亟需增强。（2）探索资源型省份有补偿的高减排责任路径。一是维持

资源型地区高碳排放责任约束，形成与其高减排潜力相匹配的减排责任界定；二是探索通过设

置国家公正转型基金、碳市场收益、绿色投资和绿色技术转移等补偿机制对资源型省份进行合

理补偿，以解决资源型省份在碳减排过程中的资金不足、技术匮乏等问题，推动资源型省份在

助力国家“双碳”目标高效实现的同时，自身能够进行公正且平稳的转型。（3）建立基于生产要

素关联的省际协同减排机制。突破基于地理空间联系的省际协同减排工作体系，建立基于生产

要素、能源供应关联的省际协同减排机制。例如，突破“京津冀”区域板块，将处于能源供应端

的晋陕蒙地区纳入京津冀协同减排板块，探索大区域协同碳达峰的方案。鼓励跨省域供应链相

关减排主体组成绿色技术创新联盟，进行协同减排。另外，在国内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应鼓

励东部向中西部同步配套绿色技术和资金，以促进中西部地区获得配套绿色要素的基础能力。

（4）强化金融业等要素供给部门在“双碳”目标中的约束和支撑作用。各大金融机构需建立高碳

项目识别和限制投资机制，依据“收入者责任”视角核算结果，合理调整各省域绿色金融规模，

加强对环境容量较低省域的高碳投资项目气候风险信息披露，合理限制煤炭、火电等高碳项目

投资。（5）推动重点部门节能降碳以降低整个经济系统碳排放总量。“双碳”目标下，金属资源

部门宜加大废旧金属回收、进口力度，“以熔代采”“以熔代炼”；推广基于氢气的直接还原和电

弧炉路线等绿色炼钢技术，在电解冶炼中提升清洁电力比例。电力部门应逐步降低火电比例，

提升火电煤耗功效，加快清洁能源投资、开发力度，强化调峰、储能等清洁能源技术保障能力。

煤炭部门应控制开采过程碳排放，降低煤炭直接燃烧比例，加大清洁燃煤技术开发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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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definition  of  provincial  carbon  emission

responsibility is vital for China to achieve the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double  carbon” goal).  Th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of  carbon  emission

responsibility  accounting  based  on  the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and “consumer  responsibility”
cannot  account  for  the  carbon  emission  responsibility  of  the  factor  supply  side,  resulting  in  the

underestimation  of  the  carbon  emission  responsibility  of  capital  and  resource  export-oriented

provinces,  which  is  difficult  to  form  effective  incentives  for  the  supply  provinces  and  the  main

supply  departments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  practice,  there  is  a  deviation  between  provincial

emission  reduction  responsibility  and  emission  reduction  potential,  and  between  emission

reduction  responsibility  and  emission  reduction  capacity,  reducing  the  efficiency  of  national

emission reduction. It is urgent to introduce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 responsibility” to enrich

the national carbon emission statistical accounting system under the “double carbon” goal. Based

on  the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MRIO)  method,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dimensional

carbon  emission  responsibility  accounting  model,  focuses  on  accounting  and  analyzing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and  secto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provincial  carbon  emission

responsi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 responsibility”, and compares it with the other two

perspective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  responsibility”,  China’s

provincial  carbon  emission  responsibility  presents  a  spatial  pattern  of “East-Central-West”
decreasing,  and  coastal  economic  provinces,  large  industrial  provinces  and  resource-based

provinces constitute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provinces from this perspective.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perspectives,  resource-based  provinces  and  capital  export-oriented  provinces  have

higher  carbon  emission  responsibility,  but  this  is  more  matched  with  their  emission  reduction

potential  or  capacity.  From the  time dimension,  the  carbon emission responsibility  of  provincial

income  changes  unevenly  among  provinces  due  to  factors  such  as  factor  supply  reconstruction

caused  by  capacity  expans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er.  The  financial  and  energy  supply  sectors  of

some provinces should bear higher carbon emission responsibility due to the carbon emission of

downstream  provinces  caus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industrial  chains.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incorporate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 responsibility” into the

national  carbon  emission  statistical  accounting  system,  improve  the  corresponding  data  base,

explore  the  compensated  high-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responsibility  path  of  resource-based

provinces,  establish an inter-provincial  collaborative emission reduc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correlation of  supply chain production factors,  and strengthen the carbon emission responsibility

constraint of the supply departments of finance, metal resources, coal mining and beneficiation, and

other industries.

Key words: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carbon emission responsibility;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 responsibility” ; carbon accounting; MRIO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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